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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污权交易是否驱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①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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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升经济发展质量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问题． 本文基于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２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算，然后将排污权交易政

策作为准实验，采用 ＤＩＤ 和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效应、区域异质性和作用机制． 研究结果表明：１）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济高

质量发展呈上升趋势，但总体水平仍较低，有较大的提升潜力；２）排污权交易政策显著提升了

研究期内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３）排污权交易政策对高收入和低污染地区的经济高质

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对低收入和高污染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均不显著；
４）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可以强化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而政府干预程度的提高则不利于发挥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提升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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０　 引　 言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了全球瞩目的发

展，但粗放式的发展模式也对环境和生态带来了

不利的影响． 目前，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消耗和

碳排放最多的国家［１］ ． 严峻的资源、环境问题威

胁着中国的可持续发展［２， ３］ ．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

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且明确“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理念”． 所以，在生态环境日趋恶化和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双重矛盾和挑战下，制定和实

施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来推动中国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４］ ．
面对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中国已投入了大

量的精力和物力来探索有效的环境治理工具［５］ ．
起初，中国环境规制政策主要以命令控制型为

主［５ － ７］，即以立法或制定行政部门规章制度的形

式来规范地方和企业的环境污染治理工作． 虽然

这些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减排效果，但“关门和

停工”等强制性的减排措施严重损害了企业生产

和减排的积极性［８］ ． 而自愿型环境规制依赖公众

的环境保护意识，会因缺乏强制性约束而流于形

式［９］ ． 所以，借助市场手段来调动企业减排积极

性、主动性的环境规制工具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

关注． 排污权交易政策正是在环境规制政策向市

场化迈进的过程中被推出的［１０］ ． 中国环保方面的

制度、法规起步较晚，进入 ２１ 世纪之后才陆续出

台了关于排污交易方面的制度． ２００７ 年，财政部、
原环境保护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批复了在天津、
河北、山西、内蒙古、江苏、浙江、河南、湖北、湖南、
重庆和陕西 １１ 个省份开展排污权交易制度试点，
并在嘉兴市成立了排污权交易中心，中国的排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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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交易正式制度化． 在排污权交易制度下，政府授

予企业一定数量的污染排放配额，这些配额可以

在企业之间进行交易，有多余排放配额的企业可

以将配额卖给超过排放标准的企业以获取经济回

报． 所以，排污权交易是一种以市场为基础的环境

规制政策，将环境保护转化为一种商业活动，实现

污染成本的内部化和市场化［１１］ ． 现阶段利用市场

机制优化环境资源的配置，已经成为我国污染治

理和环境保护的重要手段和工具．
环境规制政策的目的在于降低污染、改善环

境质量，但环境规制的实施也会对经济和社会等

各方面产生影响［７， １２， １３］ ． 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

后，除了关注初始分配［１４］ 和定价［１５］ 问题外，学者

们也对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污染减排［１６］、企业竞争

力［１７］、经济增长［１８］ 和全要素生产率效应［３］ 等方

面展开了广泛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却呈

现出促进［１９］、阻碍［１６］ 和非线性［２０］ 等差异化的研

究结论． 此外，现有文献多聚焦于排污权交易政策

对经济、社会和生态等单一方面的影响，而从高质

量发展的视角探索排污权交易政策有效性的综合

评价涉及较少． 随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理念的提出，
切实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当前及未来工

作的重心．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质量和效益替

代经济规模和增速的发展，涉及经济、环境、生活

和社会的更多方面，是各个方面相互联系、相互促

进的有机整体． 那么，作为典型的市场激励型环境

规制工具，排污权交易政策是否有效提升了经济

高质量发展水平？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效应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又是通过何种

机制来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这些问题的研究对

于了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现状，挖掘排污权交

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进而探索

有效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路径具有十分重要的

实践价值．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２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实证

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 首
先，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对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进行测算． 其次，采用 ＤＩＤ 模型评估排污权

交易政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和区域异质性．
最后，从政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和政府干预的视

角探讨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机制．

本研究的主要创新点和贡献为：１）构建了涵

盖经济、环境和生态等多方面相互作用、有机联系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从高质量发展

的视角对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总体效果进行实证检

验． 与聚焦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增长、污染减排

和生态效率等单一方面的研究相比，更为全面的

评估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弥补了现有文献对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经济高质量

发展效应关注不足的问题． ２）除聚焦市场化的排

污权交易政策外，本研究也从政府环境问题重视

程度和政府干预的视角挖掘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不仅综合考虑了政府

和市场在处理环境外部性问题中的作用，而且丰

富了政府和市场关系在排污权交易政策有效性方

面的研究． ３）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水

平出发，探讨排污权交易制度对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区域异质性影响，为各地区采取针对性措施来

充分发挥排污权交易政策在经济高质量发展中的

有效作用提供理论基础和政策支持．

１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１． １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

效应

“科斯定理”为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制定和实

施提供了基本原理，即在明确的产权体系下，市场

中交易的资源都能够达到最优配置［１９］ ． 排污权交

易政策设定了地区的污染物排放标准和企业的排

污权配额． 在此情况下，拥有较高污染治理技术和

能力的企业可以将多余的排污权配额出售给那些

污染治理能力和技术较弱的企业，并获得相应的

收益［１０］ ． 所以，短期来看，排污权交易会导致企业

增加额外的污染治理成本，加重财务负担，阻碍企

业的持续发展． 但长期来看，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

施会迫使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生产设备的改进，
降低排污与治污成本，实现企业经济发展和环境

改善的双赢［２１］ ． 排污权交易作为一种市场化的环

境规制工具，更具灵活性［５］ 和创新效应［２２］，且在

成本效益和绿色技术开发与推广方面有明显的优

势［２３］ ． 此外，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可以限制高

污染、高能耗企业和外资的进入，有利于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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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优化和升级． 因此，排污权交易可以促进企业的

创新能力，提高能效，降低污染排放，优化产业结

构，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此外，排污权交易政策

的直接目的是降低污染，改善环境质量，所以排污

权交易政策对地区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大．
假设 １　 排污权交易政策有助于经济高质量

发展水平的提高．
假设 ２　 在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方面，排

污权交易政策对绿色发展的影响最大．
１． ２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

区域异质性

由于区域经济基础、政策执行力度和污染治

理意愿等方面的差异，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效应可能会呈现区域异质性．
对于不同污染程度地区来说，排污权交易

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程度也具有差异性．
对于低污染地区，良好的环境质量有利于培育

和引进新兴、高技术产业，促进地方经济的绿

色、持续发展． 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进一步促

进了低污染地区企业的污染减排和创新活动，
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 对于高污染地区，高能

耗、高污染产业所占比重较大，排污权交易政策

的实施迫使相关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减排工

作，但因为富余排污权的供给规模较小，排污权

交易的价格较高，对企业减排的激励和促进作

用不明显［１０］ ． 而且环境污染不仅会影响居民的

健康问题，造成劳动力的迁移，也会对经济、社
会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２４］ ． 所以排污权交易在

高污染地区产生效用需要经历一段较长的时

间． 综上，排污权交易对低污染地区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影响更大且显著．
对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排污权交易政

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应也具有差异性． 排污

权交易作为市场化的环境规制工具，其效用的大

小受地区市场化水平的影响［１０］ ． 对于高收入地

区，市场化水平普遍较高，企业间的排污权交易更

加公平、合理和顺利，会产生更显著的政策效

果［１６］ ． 此外，高收入地区往往拥有更雄厚的资金

和人力基础，会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财力进行技术

研发和创新，不仅可以提高地区的创新发展和能

源效率，而且可以产生更多的“富余排污权”，增
强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活跃度和良性循环． 对于低

收入地区，市场化水平和经济基础均较低，企业进

行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制度并不完善，且地方政府

也由于经济水平的限制并不能为企业的技术创新

和转型提供充足、持续的财政补助和资本支持． 此
外，排污权交易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地区

的环境规制强度，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环境

治理力度通常更大，排污权交易政策更容易取得

期望的效应．
假设 ３　 相对于高污染和低收入地区，排污

权交易政策对高收入地区和低污染地区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更显著．
１． ３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

机制

环境问题具有复杂性，其治理和改善是一项

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发挥政府和市场的共同作

用． 排污权交易政策是以市场配置环境资源为基

础的环境规制工具［２５］，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效

应也会受到地方政府作用的影响．
一方面，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直

接关系着环境规制措施的实施效果． 政府作为环

境保护的主体，需要计划指导地方的环境保护和

治理工作，并提供制度和政策方面的保障． 排污权

交易作为一种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工具，其效

用依赖市场的完善度和活跃度． 而政府对环境的

重视程度越高，就越可能为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

施提供制度和环境方面的保障和支持，在一定程

度上弥补市场失灵产生的不利影响，强化排污权

交易的活跃度和力度［１６］，进而充分发挥市场在环

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提升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有

效性． 此外，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越重视，就会制定

和实施更加严厉的环境治理标准，这种命令控制型

的环境规制措施会迫使企业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
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加强技术创新［５］，提高生产效率

和能源利用率，发展绿色产业链，与市场化的排污权

交易政策相互作用，提升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因此，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可以强化排污

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
另一方面，除了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的制度

和环境治理标准来对地区的环境问题进行计划指

导，增强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外，地方政府也可

以通过调整财政支出规模、偏向和税收等干预手

段，使环境外部性问题内部化，以此来影响排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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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政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 同时，地方政府

更了解地方信息和公众的偏好，可以通过财政投

入和补贴等手段来进行资源的分配，提高公共资

源分配的效率［２６］，这不仅有利于促进地方的市场

化水平，更有利于发挥排污权交易这一市场激励

型环境规制工具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 但在财

政分权和“ＧＤＰ 竞赛”的考核体系下，政府干预程

度的逐步提升也会加剧政府间竞争，地方政府甚

至会通过降低环境监督和管控的要求来提高竞争

力，导致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逐底竞争”现象的

严重化［２７］ ． 在此情况下，政府干预和市场化的排

污权交易政策并不能形成良好的互动，影响市场

机制在环境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和排污权交易政策

的实施效果．
假设 ４　 地方政府对环境问题重视可以强化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假设 ５　 政府干预程度越高，越不利于发挥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效应．

２　 数据说明与模型构建

２． １　 数据说明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全国 ２５２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②，将 ２００７ 年的“排污

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政策冲击，进行准实验，我
们将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作为排污权交易的对照年

份，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８ 年为排污权交易的执行年份，
即以 ２００８ 年开始进行排污权交易的天津、河北、
山西、内蒙古、江苏、浙江、河南、湖北、湖南、重庆

和陕西 １１ 个试点省份所辖的地级及以上城市作

为实验组，其余 １９ 个不是排污权交易试点省份所

辖的 １４６ 个城市作为对照组，以此为基础来探讨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净效

应、区域异质性和作用机制． 因变量经济高质量发

展和政策变量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定义与度量

如下．
１）经济高质量发展（Ｈｑｄ）． 经济高质量发展

是十九大提出的新理念，是根据当前我国经济发

展的现状和遇到的问题而做出的重大判断，反映

了未来一段时间我国经济发展的基本诉求和方

向．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一个涵盖经济、生态、社会

等各方面的综合性、系统性概念，在强调经济发展

多目标性的基础上更强调了发展层次和水平的提

升，不仅是一种过程也是一种结果． 在实证研究

中，生态效率、全要素生产率、碳排放效率、劳动生

产率和单位环境资源消耗占实际 ＧＤＰ 的比重等

单一指标常被用来进行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度

量［２８ － ３０］ ． ２０１７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到要结合

国家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构建科学的经济高质

量发展评价体系． 随后，学者们从经济发展、生态

服务、环境影响、开放程度和民生等不同视角构建

评价指标体系［３１， ３２］，对我国的经济高质量发展现

状进行评估． 尽管当前学者们并未对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度量指标体系达成共识，但他们普遍认为

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

享五大理念为引领的发展［３３］，并可通过五大发展

理念体现． 而考虑到十七大提出的“要推动效率

变革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要求所体现的对经

济发展效率问题的日益重视，本研究在五大发展

理念的基础上，突出高效发展的要求和理念，构建

包含“创新发展”、“高效发展”、“协调发展”、“绿
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６ 个发展理

念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鉴于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数据的可获得性，

本研究最终采用 ２７ 个基础指标反映 ６ 个发展理

念来度量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表 １）．
因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价指标中包含正向

指标和逆向指标，首先采用倒数法将各逆向指标

正向化［３４］；其次，采用均值法对基础指标进行无

量纲化处理，以保留基础指标的变异程度信

息［３５］；再次，采用熵权法对基础指标进行赋权，测
算“创新发展”、“高效发展”、“协调发展”、“绿色

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６ 个发展理念

的指数值；最后，赋予 ６ 大发展理念相同的权重，
通过加权平均法计算得到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各城

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

—２４—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② 为了尽可能构建完善的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并使研究时间区间涵盖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前后，最终结合数据的可获得性，
确定以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２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为基础进行本文的实证研究．



表 １　 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

Ｔａｂｌｅ １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发展理念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度量方法 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来源

创新发展

创新投入 创新投入
科学技术支出占地方一般公

共预算支出的比重
％ 正

创新产出 创新产出
三项专利（发明、实用和外观

设计）获得数 ／ 年末总人口数
件 ／ （万人） 正

创新潜力 教育投入
教育支出占地方一般公共预

算支出的比重
％ 正

《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 和各

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统计年鉴

高效发展 集约高效

人均收入 人均实际 ＧＤＰ 元 正

劳动生产率 ＧＤＰ ／ 从业人数 万元 ／ 人 正

土地生产率 ＧＤＰ ／ 土地面积 万元 ／ ｋｍ２ 正

资本生产率 ＧＤＰ ／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 正

《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 及各

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统计年鉴

协调发展

产业结构

城乡协调

金融结构

就业稳定

产业结构合理化 第三产业产值占比 ％ 正

产业结构高级化 第三产业产值 ／ 第二产业产值 ——— 正

房地产结构发展
房地产投资完成额占固定资

产投资总额的比重
％ 逆

城乡收入结构
城乡 居 民 人 均 可 支 配 收 入

之比
——— 逆

金融风险 存贷款余额 ／ ＧＤＰ ——— 正

失业率 城镇登记失业率 ％ 逆

《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 和各

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统计年鉴

《中国区域经济

统计年鉴》和各

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

计年鉴 》 和各

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统计年鉴

绿色发展

能源消耗

污染排放

环境绿化

单位产出能耗 工业用电量 ／ ＧＤＰ ｋＷ·ｈ ／ 元 逆

单位产出废水排放 工业废水排放量 ／ ＧＤＰ ｔ ／ （万元） 逆

单位产出废气排放 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 ／ ＧＤＰ ｔ ／ （亿元） 逆

雾霾污染 年均 ＰＭ２． ５浓度 ｍｃｇ ／ ｍ３ 逆

绿化面积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市辖区） ｈｍ２ ／ （万人） 正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和各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

统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和各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

统计年鉴

加拿大达尔豪

斯大学大气成

分分析组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和各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

统计年鉴

开放发展

贸易依赖 对外贸易 进出口贸易总额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正

外资引进 外资利用
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正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和各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

统计年鉴

—３４—第 ６ 期 曹蒲菊等： 排污权交易是否驱动了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层面的研究



续表１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ｏｎｔｉｎｕｅｓ

发展理念 分项指标 基础指标 度量方法 单位 指标属性 指标来源

共享发展

收入分配

城乡共享

公共服务

劳动报酬
从业人员人均年度工资水平占

人均 ＧＤＰ 的比重
％ 正

人均消费 人均社会消费品零售额 元 正

城镇家庭

恩格尔系数

家庭食物支出占城镇消费支出

的比重
％ 逆

农村家庭

恩格尔系数

家庭食物支出占农村消费支出

的比重
％ 逆

教育保障
普通中学专任教师人数 ／ 普通中

学数量
人 ／ 所 正

文化资源 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册 ／ （万人） 正

医疗卫生资源 执业医生数目 人 正

各地级及以上

城 市 的 统 计

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和各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

统计年鉴

《中 国 统 计 年

鉴》和各地级及

以上城市的统

计年鉴

《中国城市统计

年鉴》和各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

统计年鉴

　 　 ２）排污权交易制度（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本研究

用虚拟变量表示． Ｙｅａｒ 为时间虚拟变量，２００８ 年

以前赋值为 ０，２００８ 年及以后赋值为 １． Ｔｒｅａｔｅｄ 为

主体虚拟变量，如果本研究样本内的地级及以上

城市属于 １１ 个排污权交易试点省市所辖的城市，
则为实验组城市，赋值为 １；若不属于排污权交易试

点省市所辖的城市，则为对照组城市，赋值为 ０．
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城市统计数据，包括政

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Ｅｒｅｇｕ）、政府干预（Ｇｉ）、人
口密度（Ｐｉ）和教育水平（Ｇｅｄｕ），具体来说：

１）政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Ｅｒｅｇｕ）． 地方政

府对环境问题的重视程度直接影响环境规制政策

的执行效果． 参考陈诗一和陈登科［３６］ 的研究，对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的文本

进行分词处理，统计环保、环境保护、污染、能源消

耗、节能减排、污染排放、生态、绿色、空气质量、低
碳、化学需氧量、ＳＯ２、ＣＯ２、ＰＭ１０和 ＰＭ２. ５等环保词

汇出现的频次，计算其占政府报告全文词频总数

的比例，以此来度量各城市政府对环境问题的重

视程度．
２）政府干预（Ｇｉ）．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财政支

出规模和偏向影响经济活动，同时政府也可以通

过财税政策为企业的节能减排和创新活动提供支

撑，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但政府干预也会影响市

场机制在环境资源要素配置中的作用，对排污权

交易政策的实施效果产生影响． 本研究采用地方

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政府干预

水平［１１］ ．
３）人口密度（Ｐｉ）． 地区人口数量的变化反映

了劳动力数量、劳动力贡献和资本扩散的影响情

况［３７］，人口规模的提升会为经济发展提供充足的

劳动力，但也会增加能源消耗和污染排放，对环境

质量和经济发展质量产生深刻的影响． 本研究采

用单位土地面积的常住人口数来衡量人口密度．
４）教育水平（Ｇｅｄｕ）． 地区教育水平与人力资

本和经济发展紧密相关． 现阶段我国的人口素质

整体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

同时人力资本对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作用值得关

注． 而教育水平的提高可以增强劳动力学习和吸

收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提升人力资本水平［１１］ ．
本研究采用教育预算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衡量教

育水平．
各变量的定义与测量如表 ２ 所示． 此外，表 １

中 ＰＭ２． ５数据来自加拿大达尔豪斯大学大气成分

分析组（ａｔｍｏｓｐｈｅｒｉｃ 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ｇｒｏｕｐ）公
布的全球 ＰＭ２． ５栅格数据，并通过 ＡｒｃＧＩＳ 软件解

—４４— 管　 理　 科　 学　 学　 报 ２０２３ 年 ６ 月



析获得各地级市的年均 ＰＭ２． ５浓度值． 表 １ 和表 ２
中其他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础度量指标和控制变

量的测量数据均来自各地级市的统计年鉴、《中
国区域经济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及

政府工作报告． 本研究货币单位的度量指标均以

２００４ 年不变价进行计算．
表 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表明，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２ 个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的均值为

１． ２０６ ６，标准差为 １． ５０７ ５，最小值为０． ３７９ １，最大值

为 ３９． ８０７ ０，说明样本期间内各城市的经济高质

量发展情况存在显著差异． 此外，通过对比可以发

现，除最小值外，对照组城市高质量发展变量的描

述性特征值均大于实验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对

照组城市的经济发展质量水平高于实验组城市．
表 ２　 变量的定义与测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ｅｆｉｎｉ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定义 测量 单位

Ｈｑｄ 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表 １ 评估体系测算 ———

Ｅｒｅｇｕ 政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
地方政府报告中环境相关词汇出现的频次占政府报告

全文词频总数的比例
％

Ｇｉ 政府干预 地方一般财政预算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Ｐｉ 人口密度 年末总人口 ／ 土地面积 人 ／ ｋｍ２

Ｇｅｄｕ 教育水平 教育预算支出占 ＧＤＰ 的比重 ％

表 ３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Ｔａｂｌｅ ３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ｅ 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样本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Ｈｑｄ ３７８ ０ １． ２０６ ６ １． ５０７ ５ ０． ３７９ １ ３９． ８０７ ０

Ｈｑｄ（实验组） １５９ ０ １． １００ ５ ０． ７６５ ３ ０． ４０８ ８ ６． ３３７ ２

Ｈｑｄ（对照组） ２１９ ０ １． ２８３ ６ １． ８６６ ６ ０． ３７９ １ ３９． ８０７ ０

Ｅｒｅｇｕ ３７８ ０ ０． ４７１ ３ ０． ２３５ ９ ０． ０１７ ５ １． ８１４ ８

Ｇｉ ３７８ ０ １５． ８７０ ０ ８． ８５０ ２ １． ２６９ ０ １６０． ９１２ １

Ｐｉ ３７８ ０ ４３３． ２９０ ０ ３００． ７９８ ６ ４． ８２０ ０ ２ ３０５． ６３０ ０

Ｇｅｄｕ ３７８ ０ ２． ８５７ ３ ２． ４９７ ０ ０． １７０ ０ １２０． ５３０ ０

２． ２　 双重差分模型构建

双重差分法（ＤＩＤ）被广泛应用于政策效果评

估［１３］，它能够有效分离政策冲击与其他因素的影

响［３８］ ． 本研究基于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２ 个地级

及以上城市的样本数据，以“排污权交易政策”为
准实验，构建 ＤＩＤ 模型评估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

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如方程（１）
　 ｌｎ（Ｈｑｄｉｔ） ＝α０ ＋ β１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ｔ ＋

λ１Ｅｒｅｇｕｉｔ ＋λ２Ｇｉｉｔ ＋λ３ｌｎ（Ｐｉｉｔ） ＋
λ４Ｇｅｄｕｉｔ ＋ δｉ ＋ μｔ ＋ εｉｔ （１）

其中 Ｈｑｄｉｔ 为城市 ｉ 在第 ｔ 年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指数；Ｔｒｅａｔｅｄ 为地区虚拟变量，表示排污权交

易政策的执行主体，将属于排污权交易试点省市

所辖的城市赋值为 １，不属于排污权交易试点省

市所辖的城市赋值 ０；Ｙｅａｒ 为时间虚拟变量，即排

污权交易的执行时间变量，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为

０，２００８ 年—２０１８ 年为 １． 此外，模型中还加入政

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Ｅｒｅｇｕ）、政府干预（Ｇｉ）、人
口密度（Ｐｉ）和教育水平（Ｇｅｄｕ）等控制变量来排

除其他因素的干扰． δｉ 是个体固定效应； μｔ 是时

间固定效应； εｉｔ 为随机扰动项．

３　 实证结果与分析

３． １　 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时间趋势分析

根据表 １ 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的测算结

果，得到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２ 个城市的经济高

质量发展指数值和变化趋势（图 １）． 总体来说，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５２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呈波动上升趋势． 特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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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５ 年后，由于进入“新常态”以及“十三五”规

划的提出，我国更加注重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质量

和效率，加强环境保护和技术创新，经济高质量发

展水平呈明显提高趋势． 但当前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总体水平仍较低，尚有较大的发展潜力． 此
外，近年来，“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水平快速

提升，成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贡献力量． 值得

注意的是，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城市“开放发展”指
数则呈持续下降趋势，这可能是因为国际市场乏

力以及中国日益严厉的环境规制水平提高了外商

进入的门槛而导致的．
采用 ＤＩＤ 方法的前提之一是满足平行趋势

假定，在不受政策因素影响时，两组样本对应趋势

要具有一致性特征，保障两组样本间没有系统性

差异． 因此，本研究进一步对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

进行排污权交易的城市 （实验组） 和没有进行

排污权交易的城市（对照组）的年均高质量发展

指数的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图 ２）． 图 ２ 表明，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实验组和对照组城市的经济高

质量发展水平均呈上升趋势，但实验组城市的经

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一直低于对照组城市． ２００８ 年

后，实验组城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增速加快，
与对照组城市间差异开始缩小，２０１６ 年后差距又

逐渐变大． 鉴于此，初步认为本研究采用 ＤＩＤ 方

法评估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是合适的，满足平行趋势假设．

图 １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中国 ２５２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年均经济高质量发展及 ６ 大发展理念的指数变化趋势图

Ｆｉｇ．１ Ｔｈｅ ａｖｅｒａｇｅ ａｎｎｕａｌ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ｉｘ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ｏｆ ２５２ ｃｉｔｉｅｓ ａｔ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 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８

图 ２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实验组与控制组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数变化趋势

Ｆｉｇ． ２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ｒｅｎｄ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ｄｅｘ ｉｎ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ｇｒｏｕｐ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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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２　 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在对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２ 个地级及以上城

市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算的基础上，根
据式（１），采用 ＤＩＤ 方法实证检验排污权交易政

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为避免变量共

线性问题导致的回归偏差，首先运用方差膨胀系

数（ＶＩＦ）进行变量共线程度衡量． 变量对应的 ＶＩＦ
值与 １ 越近，说明共线问题越不明显，对应的 １ ／ ＶＩＦ
数值小于 １０ 时，多重共线问题不存在［３９］ ． 表 ４ 的检

验结果证明研究变量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
表 ４　 变量的共线性检验

Ｔａｂｌｅ ４ Ｃｏｌｌｉｎｅａｒ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ｏｆ ｖａｒｉａｂｌｅｓ

变量 ＶＩＦ １ ／ ＶＩＦ

Ｇｉ １． ８３０ ０ ０． ５４６ ４

Ｇｅｄｕ １． ６００ ０ ０． ６２６ ３

ｌｎ Ｐｉ １． １５０ ０ ０． ８６９ ７

Ｅｒｅｇｕ １． １４０ ０ ０． ８７８ ６

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１． ０９０ ０ ０． ９１５ ２

平均 ＶＩＦ １． ３６０ ０

　 　 在检验变量间的共线性问题后，对排污权交

易政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进行评估． 表 ５ 的

结果表明，在控制了个体效应和时间效应后，排污

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证明假设 １ 成立． 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可以

推动排污权交易市场的活跃程度，在降低污染物

排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 其次，排污权交易政策的

实施将企业污染成本内部化，迫使企业加强技术

创新、改进生产技术，并且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

将限制高污染、高能耗企业的进入，有利于产业结

构的优化升级． 此外，作为市场型的环境规制工

具，排污权交易可以通过提升要素的市场发育程

度以及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来降低地区的能源消

耗，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１０］ ． 因此，排污权交易政

策的实施可以促进企业的创新，提高能效，降低污

染排放，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表 ５　 基准回归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５ Ｂａｓｅｌｉｎｅ ｒｅｇｒｅｓｓ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

变量
模型 １（ａ） 模型 １（ｂ）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０． ０８０ ４∗∗∗ ０． ０２６ ０ ０． ０７９ ０∗∗∗ ０． ０２６ ２

Ｅｒｅｇｕ ０． ０１６ ２ ０． ０２２ １

Ｇｉ －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１ ０

ｌｎ Ｐｉ ０． ０５３ ０ ０． ０７３ ５

Ｇｅｄｕ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００ ８

＿ｃｏｎｓ － ０． １９０ ７∗∗∗ ０． ０１７ ０ － ０． ４８４ １ ０． ４２６ ９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城市数量 ２５２ ２５２

Ｒ２ ０． ０６６ ６ ０． ４５８ ５

Ｆ ６７． ５５０ ０ ５６． ９８０ ０

　 　 　 　 注：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３． ３　 稳健性检验分析

３． ３． １　 平行趋势检验

为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进一步采用事

件研究法进行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评估［３］ ． 以

２００８ 年为基期，构建方程（２）如下

ｌｎ（Ｈｑｄｉｔ） ＝α１ ＋ ∑
２０１８

ｔ ＝２００４，ｔ≠２００８
πｔ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ｔ ＋

λ１Ｅｒｅｇｕｉｔ ＋ λ２Ｇｉｉｔ ＋ λ３ｌｎ（Ｐｉｉｔ） ＋

λ４Ｇｅｄｕｉｔ ＋ δｉ ＋ μｔ ＋ εｉｔ （２）

其中 πｔ 指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的系列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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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平行趋势和动态效应的检验结果显示，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０７ 年的估计系数均在 ０ 值附近且不

显著，而 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８ 年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证

明了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且随着时间的推进促进效应逐渐

增强．
表 ６　 平行趋势与动态效应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６ Ｐａｒａｌｌｅｌ ｔｒｅｎｄ ａｎｄ ｄｙｎａｍｉｃ ｅｆｆｅｃｔ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系数 标准误 ｔ 值 ９５％置信区间左 ９５％置信区间右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４ ０． ０２０ ７ ０． ０２１ ２ ０． ９８０ ０ － ０． ０２１ １ ０． ０６２ ５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５ － ０． ００３ ８ ０． ０１８ ３ － ０． ２１０ ０ － ０． ０３９ ９ ０． ０３２ ２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６ － ０． ０１９ ５ ０． ０１２ ３ － １． ５８０ ０ － ０． ０４３ ８ ０． ００４ ８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７ － ０． ００１ １ ０． ００８ ４ － ０． １３０ ０ － ０． ０１７ ６ ０． ０１５ ４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０９ ０． ００４ ０∗∗∗ ０． ００１ ５ ２． ６４０ ０ － ０． ０１２ １ ０． ０３０ ６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０ ０． ０２４ ２∗ ０． ０１４ ５ １． ６７０ ０ － ０． ００４ ４ ０． ０５２ ７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１ ０． ０５６ ０∗∗∗ ０． ０１６ ２ ３． ４４０ ０ ０． ０２４ ０ ０． ０８８ ０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２ ０． １３３ ０∗∗∗ ０． ０２０ ５ ６． ５００ ０ ０． ０９２ ７ ０． １７３ ２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３ ０． １５８ ５∗∗∗ ０． ０２２ ６ ７． ０１０ ０ ０． １１３ ９ ０． ２０３ ０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４ ０． １２２ ０∗∗∗ ０． ０１８ ４ ６． ６２０ ０ ０． ０８５ ７ ０． １５８ ３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５ ０． １６３ ６∗∗∗ ０． ０２０ ４ ８． ０３０ ０ ０． １２３ ５ ０． ２０３ ７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６ ０． ２４０ ０∗∗∗ ０． ０２１ ３ １１． ２７０ ０ ０． １９８ １ ０． ２８２ ０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７ ０． ３２５ ３∗∗∗ ０． ０２４ ５ １３． ２８０ ０ ０． ２７７ １ ０． ３７３ ６

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２０１８ ０． ４１５ ２∗∗∗ ０． ０２７ ６ １５． ０３０ ０ ０． ３６０ ８ ０． ４６９ ５

＿ｃｏｎｓ － １． ５６１ ０∗∗ ０． ７８８ ８ － １． ９８０ ０ － ３． １１４ ４ － ０． ００７ ６

控制变量 是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城市数量 ２５２

Ｒ２ ０． ３２６ ９

Ｆ ３８． ９５０ ０

　 　 　 　 注：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 Ｐ ＜ ０． ０１．

３． ３． ２　 安慰剂检验

由于实验组城市和对照组城市的经济社会发

展水平存在较大差异，所以排污权交易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可能是由其他未能观测的因素而

引发的随机效应． 为此，本研究参考 Ｙａｎｇ 等［３８］的

研究进一步进行安慰剂检验． 在所有的 ２５２ 个地

级及以上城市中随机抽取 １０６ 个城市作为实验

组，其他 １４６ 个城市作为对照组，构造虚拟的处理

变量，进行 １ ０００ 次随机抽样后并基于式（１）进行

回归． 表 ７ 安慰剂检验结果显示，排污权交易政策

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应不显著且为负，所以，本研

究结论通过了安慰剂检验，证明了排污权交易政

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３． ３． ３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为解决 ＤＩＤ 方法存在的选择性偏差和内生

性问题，本研究进一步采用 ＰＳＭ⁃ＤＩＤ 方法进行稳

健性估计［１］ ． 具体来说，将政府环境问题重视程

度、政府干预、人口密度和教育水平变量作为各城

市的识别特征，采用最近邻匹配法对实验组城市

和对照组城市进行匹配． 然后根据匹配后的结果

基于式（１）进行 ＤＩＤ 回归． 表 ７ 的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结果再次表明本研究结论稳健．
３． ３． ４　 内生性问题处理

本研究在式（１）中引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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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滞后项，构建动态 ＤＩＤ 模型来讨论和处理因经

济高质量发展本身的积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 此
外，一阶差分 ＧＭＭ 和系统 ＧＭＭ 均能很好的解决

内生性和动态性问题，但系统 ＧＭＭ 能同时评估

水平方程和差分方程，允许使用更多的工具变量，
且能够对不随时间变化的相关因素的系数进行估

计［４０］ ． 基于上述考虑，本研究采用系统 ＧＭＭ 进行

动态模型的估计，提高评估结果的可靠性． 由表 ７
第 ３ 列的结果可知，考虑内生性问题后，排污权交

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仍呈正向的促进作用．
３． ３． ５　 剔除类似政策的干扰

２０１１ 年，中国启动了包括北京、上海、天津、
深圳、广东、重庆和湖北在内的 ７ 个碳排放交易试

点项目，从 ２０１３ 年开始，这些试点项目开始交易．
碳排放交易也是市场激励型的环境规制工具，以
此来减少污染排放． 因此，考虑到研究期间碳排放

交易政策的影响，在 ２５２ 个样本城市中分别剔除

了 ７ 个碳排放交易试点地区所辖的 ３３ 个城市，然
后基于式（１）重新评估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影响． 表 ７ 第 ４ 列的结果显示，剔除了

碳排放交易政策试点城市后，排污权交易政策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仍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表 ７　 稳健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７ Ｒｏｂｕｓｔｎｅｓｓ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变量 安慰剂检验 ＰＳＭ⁃ＤＩＤ 检验 内生性问题处理
剔除碳排放交易

政策的干扰

ｌ． ｌｎ Ｈｑｄ
０． ９３７ ９∗∗∗

（０． ０６３ ４）

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 ０． ０２１ ２ ０． ０７９ １∗∗∗ ０． ０３７ ５∗∗ ０． ０５９ ９∗∗

（０． ０１４ ８） （０． ０１２ ９） （０． ０１６ ０） ０． ０２８ ０

Ｅｒｅｇｕ
０． ０１７ １ ０． ０１７ ９ ０． ２９７ １∗∗∗ ０． ００９ ０

（０． ０２２ ６） （０． ０１８ ３） （０． ０６０ ６） ０． ０２３ ７

Ｇｉ
－ ０． ００１ ８∗ － ０． ００１ ９ － ０． ００２ ２ －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１ ２） （０． ００４ ３） ０． ０００ ９

ｌｎ Ｐｉ
０． ０６０ ７ ０． ０５５ ５ ０． ０５５ ７∗ ０． ０４３ ７

（０． ０７１ ７） （０． ０４９ ７） （０． ０３０ ０） ０． ０６５ ０

Ｇｅｄｕ
０． ００１ ８∗∗ － ０． ００７ ３ ０． ０６２ ５∗∗ ０． ００１ ９∗∗∗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６ ５） （０． ０２９ ４） ０． ０００ ７

＿ｃｏｎｓ
－ ０． ５２６ ６ － ０． ４８０ ０ － ０． ６１６ ０∗∗ － ０． ４９９ ８

（０． ４１７ ２） （０． ２８５ ８） （０． ２４２ ５） ０． ３７４ ８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数量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１９

Ｒ２ ０． ４２３ ５ ０． ４６０ １ ０． ４４１ ９

Ｆ ５５． ０８０ ０ １５７． １９０ ０ ５１． ７１０ ０

ＡＲ（１） ０． ００２ ０

ＡＲ（２） ０． ７１７ ０

Ｓａｒｇａｎ（Ｐ 值） ０． ０６６ ０

　 　 　 　 注：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３． ４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

的影响分析

在评估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

响后，本研究进一步对比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创
新发展”“高效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

发展”和“共享发展”６ 个发展理念的差异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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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排污权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子系统的影响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８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变量 创新发展 高效发展 协调发展 绿色发展 开放发展 共享发展

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０． ０９０ ３∗ ０． ０４５ ２∗∗∗ － ０． ０２４ ４ ０． １１９ ８∗∗ ０． ０８６ ７ ０． ０５８ ５∗∗∗

（０． ０５３ ７） （０． ０１５ ４） （０． ０２９ ４） （０． ０４６ ７） （０． ０６７ ５） （０． ０１７ ４）

Ｅｒｅｇｕ
０． ２４４ ９∗∗∗ － ０． ０１１ ４ ０． ０７０ ３∗∗ － ０． ０５１ ４ － ０． ０３５ ８ － ０． ００９ ３

（０． ０５０ ８） （０． ０１５ ６） ０． ０３０ ６ （０． ０４８ １） （０． ０６６ ０） （０． ０１９ ０）

Ｇｉ
－ ０． ００８ ９∗∗∗ － ０． ００３ ７∗ ０． ０００ １ － ０． ０１０ ２∗∗ ０． ０１０ ５∗∗∗ －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２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４ ２） （０． ００３ １） （０． ０００ ７）

ｌｎ Ｐｉ
－ ０． ００６ ４ ０． ４４０ ５∗∗∗ － ０． ０４６ ８ ０． ３１７ ７ ０． ０３６ ８ － ０． ０３６ ９

（０． １５１ ８） （０． ０８４ ２） （０． ０８４ ０） （０． ２０１ ５） （０． １８１ ６） （０． ０５７ ５）

Ｇｅｄｕ
０． ００３ ０ － ０． ００３ ５ － ０． ００２ ８∗∗∗ ０． ０１１ ７∗∗∗ － ０． ００３ ９ － ０． ０００ ３

（０． ００５ ３）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２ ９） （０． ００２ ６） （０． ０００ ７）

＿ｃｏｎｓ
－ ２． ０３７ ９∗∗ － ２． ９４６ ５∗∗∗ ０． １９５ ７ － ２． ３１１ ４∗∗ － ０． ９０９ ６ － ０． １８９ １

（０． ８６７ ９） （０． ４８５ ７） （０． ４８３ ４） （１． １６３７） （１． ０４３ ３） （０． ３３１ ４）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数量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Ｆ ２４５． ９９０ ０ ７８． ６９０ ０ ２１． ６８０ ０ ５７． １８０ ０ ２８． ７８０ ０ ９１． ７００ ０

Ｒ２ ０． ８５０ ４ ０． １８７ ６ ０． １９５ １ ０． ４１６ ２ ０． ０６１ ３ ０． ６２５ ５

　 　 　 　 注： ∗Ｐ ＜ ０． １，∗∗ 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 ８ 的结果表明，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

“创新发展”、“高效发展”、“绿色发展”和“共享

发展”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绿色创新”的

促进作用最大，假设 ２ 成立． 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

“开放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对“协调发展”具
有不显著的负向影响． 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迫

使企业加强技术创新活动，开发新的设备和绿色

技术来降低污染，提高生产效率，产生“创新补

偿” ［４１］ ． 然而，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也会增加企

业的额外污染控制成本，削弱企业的创新能力和

竞争优势［４２］，并给产业转型升级带来阻碍，不利

于地区产业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此外，排污权交易

政策的实施一方面会提高外资进入的门槛和绿色

壁垒，并造成一些外资企业的退出，同时也会吸引

高技术、创新型外资的进入，优化外商直接投资的

质量，对地区的开放发展产生影响［４３］ ． 然而，当前

排污权交易政策对“开放发展”的促进作用尚不

显著，表明各地需要进一步活跃排污权交易市场，
加大对高技术、绿色外资的引进力度，优化对外贸

易，推动经济的开放、高质量发展．
３． ５　 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分析

基于前文的理论分析，根据城市经济发展水

平和环境质量情况进行区域异质性检验． 具体来

说，分别以 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２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均

ＧＤＰ 中值和 ＰＭ２． ５ 中值为标准进行地区划分． 若
２０１８ 年各地级及以上城市的人均实际 ＧＤＰ 高于

样本中值 １１ ５９３． ５５０ ０ 元则为高收入水平地区，
否则为低收入水平地区． 类似地，若 ２０１８ 年各地

级及以上城市的 ＰＭ２． ５浓度大于中值 ２８． ９７５ ０ 微

克 ／立方米为高污染地区，否则为低污染地区． 地
区异质性评估结果见表 ９，可以发现：

第一，对于高收入地区，排污权交易政策可以

显著提升其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但对于低收入

地区，排污权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

不显著． 经济发展是社会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对于

高收入地区，市场发育水平更高、更完善，富余排

污权的供给规模就会更大，排污权交易的价格更

低，对企业减排的激励和促进作用更加明显． 此
外，较高的经济发展水平也为技术进步和创新提

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和良好的发展环境，带动经济

的高效、高质量发展． 而低收入地区市场发育水平

相对较低，且地方政府会为了经济的发展而“干
预”企业行为，甚至会放松环境治理的标准和要

求，影响企业排污权交易的积极性和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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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无论是高污染地区还是低污染地区，排
污权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均具有促进作用，但
对高污染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

著． 对于高污染地区，高能耗、高污染产业所占比

重较大，排污权交易制度的实施迫使其进行技术

创新和减排工作，但因为富余排污权的供给规模

较小，排污权交易的价格较高，对企业减排的激励

和促进作用较小． 斯丽娟等［１６］ 的研究指出，环境

执法强度的差异会导致排污权制度实施效果的不

同． 低污染地区的环境治理强度大，排污权交易的

环境效应更明显． 而且低污染地区更加注重建设

和完善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和制度，可以更好地发

挥排污权交易这一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的有效作

用［４３］ ． 区域异质性的研究发现表明假设 ３ 成立．
表 ９　 排污权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异质性检验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９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ｔｙ ｔｅｓｔ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变量 低收入地区 高收入地区 低污染地区 高污染地区

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０． ０１１ ４ ０． １２１ ９∗∗∗ ０． ０９２ ４∗∗ ０． ０１７ ４

Ｅｒｅｇｕ － ０． ０１６ ３ ０． ０３９ ４ ０． ０１４ １ ０． ０３３ ７

Ｇｉ － ０． ００１ １ － ０． ０００ ２ － ０． ００１ ４ ０． ００１ ６

ｌｎ Ｐｉ ０． ０２６ ５ ０． ０６５ ７ － ０． ０４９ ５ ０． ２１８ １∗∗

Ｇｅｄｕ ０． ００２ ２∗∗∗ －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２ ５∗∗∗ － ０． ０２１ ５

＿ｃｏｎｓ － ０． ５５９ ９ － ０． ３４９ ５ － ０． ００１ ４ － １． ５３１ ４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城市数量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１２６

Ｒ２ ０． ４３８ ５ ０． ４９９ ６ ０． ２９８ ４ ０． ６７７ １

Ｆ ２６． ５６０ ０ ４１． ５８０ ０ ２５． ９４０ ０ ４８． ９３０ ０

　 　 　 　 注：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

３． ６　 作用机制分析：政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和干

预的视角

在评估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效

应的基础上，根据前文的理论和研究假设，本研究

进一步从地方政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和政府干预

的视角挖掘排污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作用机制，分别构建式（３） ～式（４）
ｌｎ（Ｈｑｄｉｔ） ＝α０ ＋ γ１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ｔ ×

Ｅｒｅｇｕｉｔ ＋ β２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 Ｙｅａｒｔ ＋
λ１Ｅｒｅｇｕｉｔ ＋λ２Ｇｉｉｔ ＋λ３ｌｎ（Ｐｉｉｔ） ＋
λ４Ｇｅｄｕｉｔ ＋ δｉ ＋ μｔ ＋ εｉｔ （３）

ｌｎ（Ｈｑｄｉｔ） ＝α０ ＋γ２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Ｙｅａｒｔ ×Ｇｉｉｔ ＋
β３Ｔｒｅａｔｅｄｉ ×Ｙｅａｒｔ ＋λ１Ｅｒｅｇｕｉｔ ＋
λ２Ｇｉｉｔ ＋λ３ｌｎ（Ｐｉｉｔ） ＋λ４Ｇｅｄｕｉｔ ＋
δｉ ＋ μｔ ＋ εｉｔ （４）

其中方程中各变量的定义与测量与前文一致． 评
估结果如表 １０ 所示．

第一，地方政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与排污权

交易政策的交互项（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 Ｅｒｅｇｕ）系数

为正，表明地方政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和治理强

度越高，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

进作用越明显，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 ４． 地方政府

环境问题重视程度的提高不仅迫使地方企业加强

污染减排和环境治理活动，提高经济发展质量，而
且会加快建设和完善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和制度，
进而可以更好的发挥排污权交易这一市场激励型

环境规制的有效作用［４４］ ．
第二，在 １％的显著水平上，政府干预与排污

权交易政策的交互项（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 Ｇｉ）系数为

负，说明政府干预削弱了排污权交易对经济高质

量发展的正向作用，假设 ５ 成立． 在排污权交易政

策作用下，污染成本内部化和市场化，并通过提升

要素的市场发育程度来降低地区的能源消耗，提
高全要素能源效率［１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水

平． 而政府干预程度的加强，与排污权交易政策不

能形成良好的互动，不利于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所

依赖的市场培育，影响排污权交易的市场建设和交

易活动，不利于发挥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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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０　 排污权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评估结果

Ｔａｂｌｅ １０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ｏｎ 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变量 模型 ２（ａ） 模型 ２（ｂ） 模型 ２（ｃ）

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 Ｅｒｅｇｕ
０． ０８６ ７∗∗ ０． ０９９ ９∗∗∗

（０． ０３８ ６） （０． ０３２ ５）

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 Ｇｉ
－ ０． ００２ ６∗∗∗ － ０． ００３ ０∗∗∗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１ ０）

Ｔｒｅａｔｅｄ × Ｙｅａｒ
０． ０７０ ８∗∗∗ ０． ０８１ ９∗∗∗ ０． ０７２ ９∗∗∗

（０． ０２５ ４） （０． ０１２ ９） （０． ０１３ ２）

Ｅｒｅｇｕ
０． ００９ ２ ０． ０１４ ８ ０． ００６ ５

（０． ０２２ ６） （０． ０１８ ３） （０． ０１８ ５）

Ｇｉ
－ ０． ００１ ７∗ － ０． ００１ ４∗∗ － ０． ００１ ３∗∗

（０． ００１ ０） （０． ０００ ６） （０． ０００ ６）

ｌｎ Ｐｉ
０． ０５５ ４ ０． ０５３ ３ ０． ０５６ ２

（０． ０７３ ６） （０． ０４９ ６） （０． ０４９ ５）

Ｇｅｄｕ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０１ ７

（０． ０００ ８） （０． ００１ ６） （０． ００１ ６）

＿ｃｏｎｓ
－ ０． ５０３ ８ － ０． ４８４ ３∗ － ０． ５０７ ０∗

（０． ４２７ ２） （０． ２８５ １） （０． ２８４ ９）

个体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城市数量 ２５２ ２５２ ２５２

Ｆ ５５． ８５０ ０ ５４． ７２０ ０ ５３． ５８０ ０

Ｒ２ ０． ４５９ ６ ０． ４５９ ６ ０． ４６１ １

　 　 　 　 注： ∗Ｐ ＜ ０． １，∗∗Ｐ ＜ ０． ０５，∗∗∗Ｐ ＜ ０． ０１；括号内为标准误．

４　 结束语

本研究以排污权交易试点政策作为准实验，
基于 ２００４ 年—２０１８ 年 ２５２ 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

面板数据，在构建和测算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评

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采用 ＤＩＤ 和 ＰＳＭ⁃ＤＩＤ 等方

法实证检验排污权交易政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影响及区域异质性，并进一步挖掘其作用机制． 主
要研究结论为：

１）在研究样本区间内，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水平呈上升趋势，但整体水平较低，具有较大的提

升空间和潜力． “创新发展”和“绿色发展”成为近

年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主要贡献因素．
２）排污权交易政策有效驱动了城市的经济

高质量发展，而且通过事件分析法、安慰剂检验和

ＰＳＭ⁃ＤＩＤ 等一系列检验，结果仍稳健． 排污权交

易政策对城市经济“创新发展”、“高效发展”、“绿
色发展”和“共享发展”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且对经济“绿色发展”的促进作用最大．

３）排污权交易政策对城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影响具有区域异质性． 排污权交易对高收入地

区和低污染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具有显著

的促进作用，但对低收入地区和高污染地区经济

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显著．
４）地方政府环境问题重视程度越高，排污权

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越明显，而政

府干预程度的提升则会削弱排污权交易对经济高

质量发展的正向作用．
本研究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以期地方充分发

挥排污权交易政策的作用，推动城市经济高质量

发展．
第一，转变经济发展的模式，重视经济发展质

量的提升，将经济高质量发展作为未来的工作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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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根据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的现状，进一步加强

环境治理、提升创新能力、提高发展效率、优化和

升级产业结构、重塑开放的格局，提升居民生活的

福利和幸福感，多方位牢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

础和保障．
第二，在污染治理当中，政府部门必须要提高

对排污权交易政策的重视性． 各地方政府要积极

推进排污权交易，总结当前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经

验，探索开展排污权交易的条件和要求，进而进一

步推广排污权交易政策的实施范围． 特别地，地方

政府需要加强对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总体规划，完
善排污权交易政策与其他环保政策的对接和协同

性，避免不同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管理

重叠和考核争议问题． 在规范的制度要求下，逐步

扩大排污权交易的实施范围，发挥排污权交易对

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
第三，在关注排污权交易政策的经济高质量

发展效应时，要注意区域差异性，因地制宜． 一方

面，在高污染地区要加大排污权交易政策的推广、
提升交易市场的参与度与活跃度，通过排污权交

易政策的实施驱动高污染地区企业进行结构调整

和技术创新，提高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另一方

面，在总结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持续完善对经

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排污权交易政策，建立健

全排污权交易的市场体系和制度保障，进一步激

活和提升排污权交易的活力． 而对于经济发展水

平较低的地区，学习经济发达地区的经验、引进重

要的新兴产业和示范项目，降低污染排放的同时

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保证经济增长这一发展的

根基，从而提升排污权交易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

促进作用．
第四，在排污权交易政策实施的过程中，政府

部门应该进行角色的转变，减少不必要的行政干

预，发挥监督者的作用． 政府作为环境规制政策的

制定者和监督者，一方面要加强对环境问题的重

视程度和企业环境治理的监管力度，鼓励和支持

企业的转型升级和创新行为，保障经济的增长． 同
时要控制和降低对环境资源和企业的“干预”程

度，加快地方市场化进程，发挥市场在环境资源配

置中的作用，通过政府和市场的有机统一、相互补

充、相互协调和相互促进，共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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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ａｎｅｌ ｄａｔａ ｏｆ ２５２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８，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ａｎ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ｉｎｄｅｘ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Ｎｅｘｔ， ｔｈｅ ｐａｐｅｒ， ｔａ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ａｓ ａ ｑｕａｓｉ⁃ｎａｔｕｒａｌ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 ｕｓｅｓ ＤＩＤ ａｎｄ ＰＳＭ⁃ＤＩ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ｔｏ ｅｘａｍｉｎｅ ｉｍｐ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ｉｍｐａｃ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ｈｅｔｅｒｏｇｅｎｅｉ⁃
ｔｙ． Ｔｈｅ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ｓｈｏｗ ｔｈａｔ： １）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２５２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ｗｓ ａｎ ｕｐｗａｒｄ ｔｒｅｎｄ ｆｒｏｍ ２００４ ｔｏ ２０１８， ｂｕ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ｌｅｖｅｌ ｉｓ ｓｔｉｌｌ ｌｏｗ ａｎｄ ｈａｓ ａ ｇｒｅａｔ ｐｏｔｅｎ⁃
ｔｉａｌ ｆｏｒ 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２）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ｓ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ｃｉｔｉｅｓ ｄｕｒ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ｐｅｒｉｏｄ；３） Ｔｈｅ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ｐｒｏｍｏｔｅ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
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ｌｏｗ⁃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 ｂｕｔ ｈａｓ ｉｎ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ｎ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ｌｏｗ⁃ｉｎｃｏｍｅ ａｎｄ ｈｉｇｈ⁃ｐｏｌｌｕｔｅｄ ｒｅｇｉｏｎｓ；４） Ｔｈｅ ｌｏｃ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ｓ’
ｅｍｐｈａｓｉｓ ｏ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ｎ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ｎ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ｏｆ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ｉｎｔｅｒｖｅｎｔｉｏｎ ｉｓ ｎｏｔ ｃｏｎｄｕｃ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 ｏｎ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ｅｍｉｓｓｉｏｎｓ ｔｒａｄｉｎｇ ｐｏｌｉｃｙ；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ｍｏｄｅｌ；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ｌｅｖｅｌ ａｎｄ ａｂｏｖｅ ｃｉｔ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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